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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民族国家与归属的性别政治 

——基于云南民族识别的讨论1 

 

沈海梅2 

 

摘要：云南民族识别是中国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对新中国民族国家形塑（shaping）、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践行、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下，

本文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其实质是归属政治的建构，男女性别差异也被组织进归属政治

的建构过程中。归属的性别政治将少数民族女性的民族身份作“自然化”的归属划分，女人归属

于她们的男人，因而归属于她们所属男人的社会，而最终自然地归属于国家。归属的性别政治重

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及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旨在实现对有差异的少数民族社会进行“父

权制”标准化改造，最根本的扩大了父权政治在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力，重塑了少数民族社会的

性别关系。 

关键词：民族国家    民族识别    归属政治    归属的性别政治 

 

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国家，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 20 世纪中期的“民

族识别”与民族划分工作，明确了各民族的“正式名称”。同时，国家明确以法律、规章的形式

将普通民众的民族身份确立下来。在此基础上，少数民族身份及其相关的权利、地位获取与维持

构成了中国民族国家政治民族政策制度化的主要内容。 

 

一、民族识别与中国民族国家形塑（shaping）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帝国体系的瓦解，中国历史进入到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体系

中。尽管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严格地说，只有当一个族裔与文化单一

的群体居住于一个国家的疆域内，而且那个国家的疆域与那个族裔与文化单一的群体所居的疆域

相互重合时，我们才可以把这个国家称为‘民族国家’”，3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民族国家”标

准定义在实际中存在若干偏差，大多数国家具有族裔多元性特征。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出现前的

国家相较，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在于民族国家是对特定领土行使主权的组织，其核心观念是疆域概

念和主权概念。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在什么程度上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使用

民族团结作为国家的政策，因而民族主义是支持民族国家型构的重要观念形态。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概括了民族主义六个方面的基本主张，诸如“世界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历史和认同”，“民族是政治权力的唯一源泉”，“为赢得自由，每个

个人必须从属于某个民族”等都是其中的“核心原则”。4在许多民族国家借助现代国家系统来诞

生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中衍生出三个基本理想：即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

                                                        
1 本文在拙著《中间地带·结语》基础上修改而成。见沈海梅，《中间地带：西南中国的社会性别、族性与认同》，

商务印书馆 2012 年出版。 
2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人类学教授。 
3（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第

103 页。 
4（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23 页。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1 

民族认同。1因而，当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所需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负有

民族主义理想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建设与完成民族国家构型几乎是同步的。在这一过程中，新诞

生的民族国家领导了一系列将边疆少数民族整合进民族国家的工程，每一项工程都与民族主义的

民族统一、民族赋权、民族自治和认同培养相关。 

1950 年，中央政府派出访问团探访边疆少数民族上层、民众传达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为

慰问团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周恩来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

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实行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和人民自卫，尊重民族宗教

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经济文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2民族团结

是这些题词中的关键词，题词也同样表达了民族统一和民族平等、民族赋权等民族主义的核心原

则，被访问团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民族主义的理念通过

实物传递给边疆少数民族。中央慰问团下设三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生物学家夏康农教授

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据《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访问团历时 10 个月的访问行程 2 万

公里，访问了云南省的 9 个专区和 42 个县（含设治局）。3访问团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访问团

把毛主席像送到边疆少数民族中，传达毛主席对边疆人民的关怀，消减民族间的隔阂和歧视。那

些开始被拒绝后来却被视为神像挂在家屋中的毛主席画像，奠定了今日许多少数民族毛泽东信仰

的民间信仰形式。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查各族群众的真实愿望和要求，

同时多方面了解民族情况为国家民族工作决策提供依据。在西双版纳，“访问团带来了边疆人民

需要的东西。他们赠送给各族群众的礼物是盐巴、针线和花边”。4在有的地方，访问团送去布匹、

食盐等生活品，以及粮食、耕牛、锄头等生产工具，有助于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生活。中央与边疆，

汉人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在民族国家的旗帜下“团结”在一起。 

1950 年 10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典，中央组织全国

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观礼，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了由 53 人组成的国庆参观团，大多为少数民族

的上层人士，包括了傣族、回族、哈尼族、彝族、白族、纳西族、怒族等民族的代表。5 实际上，

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云南少数民族参观团人数远比政府组织的人数要多，据一些回忆资料，仅

云南普洱区还有“傣、佤、拉祜、哈尼、布朗、傈僳、汉等族代表 34 人参加西南民族代表团赴

京”。6 此后还有不同批次的少数民族被组织到内地参观，如佤族聚居的西盟“又先后组织大小

头人 168 人到昆明、北京等地参观学习”。7 据统计资料，“从 1950 年至 1954 年，云南省人民政

府先后组织了 45 次包括各民族各阶层代表 4170 人的代表团、参观团到北京观礼和到省外各大城

市参观学习”。8 这些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的民族参观团，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和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佤族头领拉猛说：“在北京每天都有几千人集会欢迎我们，小鼓打得叮叮咚咚，儿童见了

我们喜欢得跳起来，到处把我们当贵宾一样欢迎”。9 国庆阅兵展示的现代化的军备力量和参观

北京、上海、南京等有现代化工业的地区，让少数民族上层和民众有机会了解国家的强大，参加

                                                        
1（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公司 2006 年，第 24-25

页。 
2《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下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5 页。 
3 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8 页。 
4 王松，“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回忆”，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32 页。 
5《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下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9 页。 
6 唐登岷，“民族团结万岁”，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云南文史资料

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25 页。 
7 张一飞，“西盟佤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

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76－77 页。 
8《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129 页。 
9 唐登岷，“民族团结万岁”，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云南文史资料

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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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认识到祖国幅员广大、土地富饶，民族、人

口众多，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力量强大”。1观礼活动和到内地参观，是有意义的工作，有效地

影响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兴中国政权的归属倾向。 

回到云南，普洱区代表团各民族共同签刻《民族团结誓词》，立青石于当时思普区首府宁洱

县东城外的红场上：“我们二十六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

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

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2表达了边疆少数民族在民族主义动员下加入民族国家的意愿。1951

年 2 月 5 日在车里宣慰府曼空掌佛寺召开车里县民族团结誓师大会，据召存幸口述，“那天早上，

车里县 100 多大小头人和佛寺的主持人都集中到会议地点，围观的群众有上千人，十分热闹。会

议开始，先赕佛水，接着县委、县政府领导余松同志讲话，举手宣誓。在众乡亲面前，我跟着上

台代表宣慰使司署议事庭，代表大小头人，代表西双版纳各族人民在大会上讲话，举手发誓：永

远跟着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接着与会代表人人共饮咒水，喝鸡血酒，宣读誓词。百姓

和土司头人看到我这个议事庭庭长、民族上层人士都带头宣了誓，也就安定了心，立下了跟共产

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志向。大会召开了以后，出现了民族团结的新局面，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民

族叛乱、分裂祖国的事件”。3那些居住在偏远深山中的少数民族群众，还通过电影放映队看到了

《1952 年国庆节》、《解放西藏大军行》等纪录片，4也同样展示了新中国的强大。因而，新兴民

族国家的构型一方面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建立在少数民族对现代民族

国家的想象与认同基础上。最根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边疆少数民族对新中国产生认同的基础。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

权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1 年，云南根据中央的部署，抓紧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5 月 12

日，云南省第一个民族自治县——峨山彝族自治县成立。6 月，根据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联合政权的意见》下发《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

各级政权机构组织暂行条例（草案）》，5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筹备的工作在全省推开。1952 年 5 月，

省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宁洱地委和专员公署开展建立西双版纳自治区的工作，地委和专员公署专门

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在广泛听取各族各界代表和有影响人物的意见后，就自治区的民族组成、行

政区划、政府委员名额分配和自治机关驻地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做到“各族愿意，群众满意，

上层同意”，然后才报经国务院批准，于 1953 年 1 月 24 日正式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傣

族召存幸当选为州长，这是云南省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州。1956 年 11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

到 1958 年 4 月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云南省共成立 8 个民族自治州。1990 年代，云南省共成立

29 个民族自治县，197 个民族乡。6 这是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体现的是赋

权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原则。 

一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先后建立，亟需可在少数民族地方开展民族工作的民族干部，1951

年 8 月，创办了云南民族学院，其目标一是招收民族青年，培养民族干部；二是集中当时在民族

地区工作的领导干部来学习民族政策。第一期招收 685 名学员，“学员出身有农民青年、奴隶，

也有年轻的土司、贵族子弟、山官、头人和阿訇、海里凡，还有小凉山的奴隶主等”。7据“云南

                                                        
1 唐登岷，“民族团结万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云南文史资料选

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27 页。 
2 唐登岷，《民族团结万岁》，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云南文史资料

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24 页。 
3 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生谢思对西双版纳老州长召存幸的访谈整理。 
4 金卓桐，“怒江峡谷放映忙”，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云南文史资

料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284 页。 
5 《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下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18-19 页。 
6 《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下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577 页。 
7 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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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网”资料，仅 3 年时间，云南民族学院为边疆民族地区输送了 1476 名各族干部。这些经过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教育的少数民族干部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整合的中坚力量。 

1953 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 400 余种。其中

最多的是云南，有 260 多种。1因而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云南民族工作碰到的最大问题

是如何保证所有不同的少数民族都能平等地得到政治赋权。1952 年，中央派遣语言学家傅懋勣

到云南主持民族语言调查、语言系属研究和文字改进工作，为民族识别工作培训语言研究学者。

1954 年 5 月 15 日，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成立，汇集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省民委及语文组、中

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等 7 个单位共

46 人。6 月 2 日，分成 7 个组进行工作，至 7 月初完成第一阶段工作，共识别研究了 29 个民族

单位，提出识别意见。8 月初，开始第二阶段工作，10 月结束，进行了以彝族支系为中心的识别

工作，共 39 个单位。至此，全省初步确定了彝、白、哈尼、傣等 21 个少数民族，经中共云南省

委、人民政府同意，由国家民委正式列入全国少数民族族别。2云南民族识别的工作从 1954 年开

始，到 1979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正式确定基诺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云南民族识别

工作告一段落。但还有一些民族尚未得到识别，如苦聪人、克木人、莽人等。1987 年 8 月，云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民委关于“苦聪”人恢复拉祜族称谓的报告，同意从 1987 年 8 月 9 日起，

全省苦聪人恢复拉祜族称谓，3 将苦聪人归入拉祜族。时隔 22 年之后，2009 年 5 月 11 日根据国

家民委《关于云南省克木人和莽人归属为布朗族的复函》精神，云南省政府正式分别对红河州和

西双版纳州政府相关请示进行批复，同意将莽人和克木人归属为布朗族。4民族识别是新兴的民

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民族国家中每一位成员的身份由此被重新确认，重

新管理和重新利用，并用民族（Nationality）身份来统代公民（Citizenship）身份。少数民族的民

族区域自治和政治赋权都建立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构成了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关键特征。正如

学者所看到的“民族已经被制度化为社会-政治系统中最基础的单位”。5因而，可以说民族识别及

其产生的集体认同最终成功型塑了中国民族国家样态。6 

 

二、民族识别与归属政治 

 

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国外学者就民族识别形成若干讨论，
7并对民族识别的含义与意义形成诸多认识，如民族识别是由国家领导下的在人口统计事业上“有

创造力的社会工程”，或者是“创造出一套民族分类的方法论”8 等等。然而，民族国家是对特

                                                        
1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 年第 2 期。 
2《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下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51 页。 
3《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下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275 页。 
4 http://www.yunnan.com.cn/2008page/yn/html/2009-05/12/content_360666.htm  
5 Bin Yang, 2009, “Central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Ethnic Groups, and the Minzu Identification in Yunnan 

(1950s-1980s)”,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9. Vol. 43, Issue 3, pp 741-775 
6 需要说明的是，除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外，有许多要素在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发生作用。以云南为例，

土地政策、提供种子、耕牛等生产工具恢复生产、废除半开、银元使用统一货币等都是民族国家构型过程中发

生作用的要素。 
7 有关中国民族识别的研究，近些年在英语学术中出现了一系列篇章，可参阅 Hsieh Jiann, The CCP’s Concept of 

Nationality and the Work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Amongst China’s Minorities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 1. Kevin Caffrey, “Who “Who’ Is, and Other Local Poetics of National 

Policy,” China Information 18 (July 2004):243-274; Stephane Gros., “The Politics of Names,” China Information 18 

(July 2004):275-302; Collin Mackerras, “Conclusion: Some Major Issues in Ethnic Classification,” China Information 

18 (July 2004):303-313; Thomas S Mullaney, “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arge,” China Information 18 (July 

2004):207-241; Bin Yang, “Central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Ethnic Groups, and the Minzu Identification in Yunnan 

(1950s-1980s)”,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9. Vol. 43, Issue 3, pp 741-775. 
8 Thomas S Mullaney, “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arge: The 1954 Yunnan Provinc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s and 

Its Foundations in Republic-Era Tax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China Information, 2004, Vol. 18. Issue 2. 

http://www.yunnan.com.cn/2008page/yn/html/2009-05/12/content_3606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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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领土行使主权的组织，其核心观念是疆域概念和主权概念。是指由人口、领土、政权和主权所

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构型需要确立领土的归属和全体国民新的政治归属，领土的归属

可以通过主权国家的边界谈判来划定疆界，原来领土上生活着的居民也需要通过身份的重新认定

来获得对主权国家的归属。 

其实，在中国，划定疆界的工作早在清帝国时期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民国政府甚至到共

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居民其身份认定在民国政府时期也陆续展

开，汉人归属于民国并无太大异议，汉人中的客家人也在这时期完成归属身份。而少数民族的归

属问题则表现出复杂的状况。解放初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发现，少数民族只知道自己是某某地方

的人，如芒市人、西蒙人……“在概念上却不完全清楚自己是中国人”。1 在我的人类学田野点

西双版纳的曼底傣泐人村寨，村民告诉我在他们的语言中，“中国”一词的意思是汉人的国家。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权更替之际，当 1950 年国共两军在云南的边境地区对峙，

这些居住在边疆种类繁多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跨境而居的民族，他们的归属或不归属对于新兴的

民族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关乎民族国家疆界、依附于国民党残部或是境外民族政权。可见，就

云南的情况来说，国共两党政权更替与民族成分的重写划定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故此，需要指出

的是民族识别的实质是一种归属政治（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的建构，通过族群分类来建立少

数民族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归属。 

在英国学者大卫·余娃（Nira Yuval-Davis）看来，归属（belonging）是指一种情感的依属，

而归属政治包含了一些具体政治规划旨在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建构对某一特殊集体的归属。同

时，这些规划的核心就是根据具体的准则建构和再生产归属的边界，这些具体的准则可以是多种

形式的，包括了从根基性的到社会性的准则。归属趋向被理解为更为中性的词汇，在受到威胁的

时候，就变成有表述力的、政治性的字眼。归属也假定了归属的边界和“我们”与“他们”的自

然分界。2民族归属是民族国家民族计划的一部分，沃尔拜（Walby Sylvia）认为民族计划，“旨

在满足一个国家在自我认定的需求上的一系列集体性的战略规划，这包括民族主义，也可能包括

其他东西”。3将归属政治放到中国民族国家构型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概括起来，中国的民族识别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和民族规划来完成少数民族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归属，完成民族归属政治的建

构。 

其一，归属建立在分类（classification ）基础上。民族识别就是一种对社会文化人群进行分

类的工作。民族识别根据少数民族自愿申报的族群类别进行识别，但参与识别的民族工作者发现

“报上来的‘族称’很复杂。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还有自报

的竟是地方籍贯名称”。4 因而，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民族识别进行的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一

是分清自报的名称中哪些是少数民族，哪些实为汉族；二是在确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族称中，分清

哪些是单一民族，哪些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组成一部分，最后确定其民族成分和族称并以国家法

律形式规定下来，保证他们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5 实际上，这样的分类工作

在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时代就已经开始。正如 Mullaney 所认为的，中国共和时代的民族分类工作

与新中国的民族识别，都在企图建立“标准化的凝视（standardized gaze）”。6 分类必须符合民族

                                                                                                                                                                       
pp207-241. 

1 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85 页。 
2 Nira Yuval-Davis, 2008, “Wome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resentation paper for 2008 the Third 

Conference “Gender at the Interface of the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3 沃尔拜·席尔娃（Walby Sylvia），“女人与民族”，吴晓黎译，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第 79 页。 
4 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张海洋、王晔整理，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3 年，第 307 页。 
5 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张海洋、王晔整理，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3 年，第 307 页。 
6 Thomas S Mullaney, 2004, “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arge: The 1954 Yunnan Provinc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s and Its Foundations in Republic-Era Tax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China Information, 2004, Vol. 18. Issue 

2, pp. 20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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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所允许的一定数量的类别，因而民族识别的民族类别只能从难以控制的 400 个削减到如魔术

（magic）般的 56 个。1 最终，分类设定了归属的边界。 

其二，“命名的政治学（Politics of Names）”，2即通过民族识别中的民族名称的重新命名来表

明归属，经国家宪法加以颁定。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

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因而在确定少数民族名称时对一些民族名称给予重新

命名。彝族，被称为“猓猡”，后“经毛泽东主席裁定，将自称繁多的彝族各支系统称为‘彝族’。

鼎彝之‘彝’字，不仅从汉文字义上讲具有庄重、古老之美意，而且也概括了绝大多数彝族自称

的一种汉字音译”。3 这些历史上一直被称为“猓猡”的人群，罗罗泼（lolopo）等其他人群，经

过国家和汉人文化解释，获得了新的族称。族称更换也意味着这一包含一百多个支系的族群获得

了新的政治归属和新的政治身份，“彝族”就是今天这 776.23 万人口共同享有的政治身份的“代

码”。这种命名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历史上被称为“摆夷”和自称为“傣泐”的人群上，他们最

终被确定为“傣族”。同样，洱海区域操白语的“民家”最终被确定为“白族”。国家在总结民族

识别工作命名问题时强调是为“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故将历史上“带

有歧视或侮辱性质的民族称谓予以废除”。4 然而，正如许多学者都看到的，民族识别过程中，“命

名（naming）”所产生的权力政治，即命名的权力（power of naming）。5通过重新命名，来获得对

命名主体——民族国家的政治归属，归属是命名政治中的核心内含。 

其三，次级群体聚拢到某一民族共同体中。民族识别中的归属政治，就是将次级族群或族群

分支（sub-group）聚拢归属到人口更多的主要民族共同体中。从 1954 年到 1964 年，是民族识别

的高潮阶段。1954 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 260 多个民族名称中，只

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

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

1954 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 300 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

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

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

“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

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

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

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

“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

“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 260 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 22 个。6这

样的聚拢式识别，既动员了事实上的归属，还关照到了“潜在的归属可能”。7 

如果说命名产生了命名主体对被命名客体的权力关系，聚拢式识别所产生的归并也同样产生

权力关系，可以将不同次级群体的人们归属到一个更大的族体中。郝瑞在总结中国的民族识别时

认为，“民族识别难以区分聚拢在彝族这一类别之下当地不同的族群”，而且，“‘聚拢’带有任

                                                        
1 （美）斯蒂文·郝瑞《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巴莫阿依、黄建明编《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8 页。 
2 Stephane Gros., “The Politics of Names,” China Information 18 (July 2004): 275-302. 
3《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130 页。 
4《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130 页。 
5 Stephane Gros., 2004, “The Politics of Names,” China Information 18 (July 2004):275-302. 
6 《我国 56 个民族的识别过程》http://hanitalan.yxnu.net/56mz/xgzl/hnmm_xdzc_zl.htm 2006-12-15。 
7 Thomas S Mullaney, 2004, “Ethnic Classification Writ Large: The 1954 Yunnan Province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s and Its Foundations in Republic-Era Tax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China Information, 2004, Vol. 18. Issue 

2, pp.207-241. 

http://hanitalan.yxnu.net/56mz/xgzl/hnmm_xdzc_z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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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因为总是存在另外不同的聚集族群的可能”。1但是无论如何，在归属政治体系下，任何一

个社会人群都必然要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傣泐归属于傣族，罗罗泼归属于彝族，或是将归属

于某个地方的不同人群合并到这个地域的主体人群中，如洱海边的不同的民家人 geduzi、gesaizi、

kemozi 等都并归于白族中。这些曾经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人群都被统归到民族范畴之下，增强

了族群身份归属。语言归属，宗教归属、共同祖源归属、服饰归属、社会形态归属等社会文化归

属最终要体现在政治归属上。民族识别是对相关群体民族归属的确认和甄别，民族识别的过程就

是建立少数民族政治归属的过程。经过民族工作者、政府相关部门、学者的 50 年的努力，完成

了这一项民族工作方面的政治性学术任务，最终实现中国民族国家“55+1=1”的归属等式。2云

南 25 个少数民族的政治归属一经确定，那些世代与东南亚的山地土著共生在“Zomia”地带的族

群便难以从国家统治中逃离开，成为中国 56 个民族的组成部分。 

在民族国家归属政治体系之下，正如学者所看到的“只有那些有国家认定的族群才可能在中

国的民族大家庭中获得作为成员的优先权”。3因而，与归属相对，无所归属是一种没有公民身份

的状态，或者几乎等于无生存条件的或无价值的公民。未获得族际归属的族群并没有因此就自然

会获得如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认为的逃离国家社会不被统治的艺术，也并没有呈现无政府

式的浪漫。4因为没有得到识别，那些紧邻傣族、基诺族共同生活在西双版纳丛林中的克木人与

“最后一个被识别的民族”——基诺族相较，已经是有天壤之别。那些生活在红河流域与越南莱

州省接壤的丛林中的莽人，也没有与他们相邻而居的傣族那么幸运，因为没有民族身份而经历着

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历。 

当基诺族在得到政府大力扶持下早已摆脱贫困得到发展时，克木人、莽人的赤贫状态仍然是

惊人的，“2001 年，莽人的人均粮食只有 196.5 公斤，人均经济收入 282 元”。5 据云南地方媒体

报道，“因为莽人长期没有归族，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身份证，这也给他们外出打工、就业带

来很多难题”。2009 年，在继基诺族识别 30 年后，当国家民委将生活在红河州金平县共有人口

681 人的莽人，和生活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和勐腊县共有人口 3291 人的克木人划归布朗族时，

这些多年未得到识别的人群才“终于有了归家的感觉”，最终有了政治身份的归属。并因政治身

份的获得得到来自国家、地方政府的支持。 

莽人归族后，不仅“当地政府立即与公安机关商量，着手为 18 岁以上的莽人录入信息，办

理身份证”，6 还为这些有民族归属的克木和莽人颁发了新编制的户口簿。云南省政府制定《莽

人扶持发展规划（2008—2010 年）》和《克木人扶持发展规划（2008—2010 年）》。《规划》明确

提出，力争通过三年（2008 至 2010 年）的努力，切实改善莽人和克木人村寨的基础设施条件，

使 90％以上的农户能掌握 l-2 门实用技术，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人人享有医疗卫生保健，

使绝大多数莽人和克木人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四通五有三达到”(即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

通电话；有学校、有卫生室、有安全的人畜饮水、有安居房、有稳定的解决温饱的基本农田；农

民人均有粮、人均纯收入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国家扶贫开发纲要和“两基”攻坚计划的要

求)的目标，达到当地中等以上生活水平，促进各民族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保障规划的实施，政府将计划投入 1 亿 4 千万元帮助克木人和莽人发展。

                                                        
1 （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

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268 页。 
2 Thomas S Mullaney, “55+1=1 or the Strange Calculus of Chinese Nationhood”, China Information 18, Issue 2, 

(July 2004):197-205. 
3 Bin Yang, 2009, “Central State, Local Governments, Ethnic Groups, and the Minzu Identification in Yunnan 

(1950s-1980s)”,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9. Vol. 43, Issue 3, pp 741-775. 
4 James C. Scott,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5 杨六金，《莽人的过去和现在》，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第 310 页。 
6 《云南莽人--莽人克木人归属布朗族》http://www.yncome.com/ynbl/8375.html 2009-5-21 

http://www.yncome.com/ynbl/83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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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新获得政治归属的民族因而才能纳入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划中。 

 

三、民族识别与归属的性别政治（Gendered Politics of Belonging） 

 

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民族识别不仅仅要建立少数民族对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归属，也要

通过民族识别建立少数民族女性对某一族群或民族共同体的归属，即女权主义学者如妮亚·余娃

－大卫（Nira Yuval-Davis）所认为的“归属的性别政治（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belonging）”。2在

女权主义讨论的种族、阶级、性别三个范畴中，妇女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也是女权主

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沃尔拜（Walby Sylvia）主要讨论妇女在何等程度上与男人分享同样的群

体认同，尤其是分享同样的民族计划（national project）。妮亚·余娃－大卫（Nira Yuval-Davis）

关心“妇女以什么形式成为民族计划的一部分，尤其是妇女以不同方式但同样卷入这一计划”。3

在她看来，宗教概念、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女权主义者的“抚育美德”也是归属政治

建构中的一部分。4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社会中的男人、女人通过民族识别建立的归属政治一道

被列入新兴的民族国家民族发展的规划中。只不过，在建立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的过

程中，在男人和女人社会性别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中央访问团成员在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了一些成员，作重要指示。邓颖超叮嘱

访问团成员“多多了解各族人民的生活疾苦，多多带回各族人民特别是妇女同胞的意见”，5表明

国家女权主义者主张将少数民族妇女的解放纳入边疆民族工作规划中。然而，在实际民族工作却

会面临许多困难。中央访问团制定《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工作方法和守则》，其中在《云南回族

地区工作守则》中明确规定“对回民妇女态度要严肃，不要随便接谈，不入回妇房子”。在《苗

瑶地区工作守则》也规定“对妇女态度要严肃，不要随意接谈”。6中央访问团工作守则中一再强

调不随便与少数民族妇女交谈，也蕴含不单独与少数民族妇女接触，说明妇女在民族工作的族际

互动中是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少数民族妇女身份有明确的民族归属性，少数民

族自身的文化已明确了本民族女性的归属身份。就回族来说，穆斯林文化首先要求妇女在婚姻方

面对回族共同体的绝对归属，包含在其中的就是性的归属。回族女性与异族男性的交往是不被他

们的文化鼓励的，是被禁止的，甚至这是需要穆斯林男性要加以捍卫和保护的。就苗瑶来说，历

史上苗族妇女放蛊或诱惑、贻害男性汉人的各种传说和地方志记载，已经形成了汉人文化政治对

苗瑶等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和定势判断。这些规则表明民族国家在赋予少数民族人权、政治权时，

已经先验地或自动地认定了少数民族女性成员对不同民族的归属身份。民族国家在制定边疆民族

整合的规划中，对少数民族妇女的态度一直比较慎重，较少去触碰，首先考虑的是将少数民族男

性成员整合进各地民族区域自治政府中。 

尽管有极个别的云南少数民族上层妇女作为观礼团成员参与出席了国庆观礼，7但少数民族

国庆观礼团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各民族的男性上层，最先感受到现代国家力量和对新兴民族国家产

生认同的也多是这些各民族男性成员，参加杀牲盟誓表明归属的也大多是各民族的男性上层。民

族国家建立初期，亟需可在少数民族地方开展民族工作的民族干部，1951 年，云南民族大学第

                                                        
1 《云南省正式上报莽人和克木人扶持发展规划》，http://www.ynethnic.gov.cn/Info.aspx?infoid=2241 4/14/2008 
2 妮亚·余娃－大卫，“妇女、全球化和社会变迁”，《思想战线》2009 年第 5 期。 
3 沃尔拜·席尔娃（Walby Sylvia），“女人与民族”，吴晓黎译，载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第 82 页。 
4 Nira Yuval-Davis, 2011,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Intersectional Contest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5 《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126 页。 
6 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304 页。 
7 西双版纳勐海土司的公主刀卉芳也作为观礼团成员出席了 1950 年的国庆观礼，是为数不多的出席国庆观礼的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其口述载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03 年，第 358 页。 

http://www.ynethnic.gov.cn/Info.aspx?infoid=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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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政治轮训班基本都是为男性准备的，685 名学员被分为甲乙两班，“甲班为民族上层学习班，

乙班为各地领导干部学习班。”1甲班课程着重解决各民族上层对国家政策的认识，消除他们的余

虑，培养他们对新兴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乙班主要解决实际民族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这

些学员中鲜有少数民族妇女，到 1956 年才有少数民族优秀妇女 93 人被选送到西南民族学院和云

南民族学院学习。2 

少数民族女性之所以在国家建立之初难以很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规划中，有多种原因。其一，

民族工作者的工作回避少数民族女性。正如上文所看到的，在《民族工作守则》中刻意不与妇女

接触。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驻扎边疆的士兵曾经调戏少数民族妇女，引起边民的愤慨。因而在

边疆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工作都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遵守群众纪律，对违反规定涉及与

少数民族妇女有关的事件都从严惩罚。1950 年曾发生“由人民政府派下去征收粮食的工作队员

在曼卖兑山区因强奸布朗族妇女（未遂）而被人民政府处以枪决”的事件。3而且，碍于民族风

俗习惯，在实际工作中，民族工作者，尤其是男性难以直接接触少数民族妇女，少数民族妇女成

为边疆民族工作难以跨越的文化障碍。许多中央访问团成员从汉人地区来到少数民族村寨，对一

些少数民族社会男性与女性间的社会文化差异颇有感触。王连芳的《回忆录》中提到：“访问团

走遍云南各地，印象最深的是少数民族妇女的勤劳能干……云南少数民族妇女都是大脚，干活、

走路十分有力。”留下从事民族工作的外地汉人对云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初步而深刻印象。但这些

记录只是停留在“远观”层面的印象，对少数民族女性的了解多来自当地少数民族男性干部描述。 

其二，从事少数民族妇女工作的妇女干部匮乏。尽管为摆脱自己不幸的婚姻或身为丫头奴婢

的苦役，有革命诉求和希望参加地方和国家政府工作愿望的少数民族妇女大有人在，但她们获得

解放和参加工作的历程仍是艰难的。解放初期，针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工作多是由在革命斗争中成

长起来的经过共产党教育的汉人女干部来承担的，但这些女干部的人数十分有限，而且在工作中

要面临许多困难。曾担任西双版纳景洪市妇联主任的何主任谈到：4 

我们初来的时候，老百姓不认为我们是来干革命、干工作的，认为我们是不学好的

女人，来供这些男人玩的。他们对男人还不怎么，但尤其我们区政府又只有两个女同志，

男同志很多。到后来区政府只剩我一个了，他们就认为我是来供这些男人玩的，是不学

好的女人。有的村民还问我：“这么多男人天天晚上来跟你们睡觉，你们不累吗？”“你

们跟这么多男人一起睡，怎么肚子不大起来”？甚至村寨中老百姓还用傣话说“咩呵麻

呵召，等伦涅尔毫”，意思是“汉族女人来当官，全坝子要饿饭”。 

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才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到 1956 年底，“全省有少数民

族干部 17468 人。其中，少数民族女干部 1971 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11.34％”。5但这个时

候，民族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整合工作，如疏通民族关系、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设、

培养民族干部和吸收少数民族参加工作等奠定基础的事项都已基本完成。到 1957 年，全国进行

反“右派”斗争，1958 年在边疆及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补课”，民族地区的工

作陷于混乱和停滞状态。 

其三，少数民族妇女在生理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处于困难境地。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工作的

干部，首先需要自我纠正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少数民族妇女被动员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是

从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开始的。西双版纳景洪市妇联主任何映芬说：“以前我们叫傣族“老摆夷”

也看不起他们，后来慢慢民族关系处好了，宣传了，和少数民族妇女建立了感情了，我们也慢慢

                                                        
1 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88 页。 
2 云南省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云南妇女运动史 1949-1995 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84 页。 
3 刘岩，《西双版纳和平协商土改回顾》，载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载《云

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48 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1996 年，第 26 页。 
4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生谢思对西双版纳前景洪市妇联主任何映芬的访谈录音整理。 
5 云南省妇女运动史编纂委员会，《云南妇女运动史 1949-1995 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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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妇女，再由他们去宣传我们妇女要团结，宣传政策。傣族妇女来例假有一张

专门的板凳，是认着的，男人说那个板凳脏不坐，板凳上打着记号放在角落，让别人知道而不去

坐。她们在家做活计的时候，坐在那个板凳上，下面垫着几片放着灶窝灰的笋片接着。于是你要

发动妇女出门，参加我们开会简直太难了，特别是在她们例假期间。1951 年开各民族妇女代表

大会，有一次在勐海，那些妇女站起来以后，凳子上就到处是红的”。后来。这些汉族女干部和

傣族上层的妇女用布制作了例假专用的月经带，帮她们准备了草纸，并手把手教她们使用，才把

这些少数民族妇女从月经困扰中“解放”出来，妇女才被发动起来，作为社会的主要劳力，参加

援藏运粮、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的运动中。 

民族识别工作是当时诸多边疆民族工作，如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仇视、巩固边疆等工作中的

一部分，“男女有别”的性别区分也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有所表现。在需要与少数民族协商来确定

民族名称和归属时，多征求的是各民族上层，以及有社会威望的少数民族男性成员的意见。费孝

通所认为的最终的决定权在于民族代表及群众，1妇女并不包括在这些“少数民族代表和群众之

中”。少数民族女性能关联到民族识别工作中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主要靠她们穿着的服饰可以将

某些人群识别为民族。以基诺族的识别为例，杜玉亭教授撰写的《基诺人识别报告》由五部分构

成：一是“自称、他称和历史传说”；二是“语言”；三是“社会经济”；四是“社会组织和生活

习俗”；五是“结论”。其中在第四部分中，这位被誉为“基诺族之父”的学者，在描述基诺人的

生活习俗时提到了其民族服饰，即“基诺人男子穿的是无领对襟白上衣，妇女穿的下装是红布镶

边的黑色合缝短裙……”具有基诺族特色的妇女服饰作为基诺人生活习俗之一被列进了基诺人识

别的报告之中，对基诺族的识别起到标识作用。2 

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谁是与他们有差异的人很容易就能从妇女们穿的衣服上加以辨

别。妇女有差异的服饰是族群和亚族群间相互区分的标志，如苗族中的青苗、花苗、白苗等就是

依靠妇女的服饰颜色来加以区分的。当然，在聚拢式的识别过程中，少数民族妇女间有差异的服

饰很多时候也并不起作用，如生活在勐连县的拉祜族妇女着短裙，与生活在澜沧县的穿黑色长袍

的拉祜族妇女并不一样，但仍被划归为同一个民族。那些在西双版纳身着筒裙的傣泐妇女与金平

一带系花腰带的傣崩妇女也不一样，但同样也被归属到傣族中。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直苴头戴五

彩公鸡帽身着绣花围腰和裤装的倮倮泼与生活在凉山身着黑色长裙的诺苏妇女之间已经有天壤

之别，但他们仍属于同一个民族——彝族。因而，各民族内部妇女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在民族识别

工程中并没有被赋予意义，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定却强化了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女性分别对某一

民族的社会归属和社会边界。在社会性别视角下，民族国家的归属政治确定的只是少数民族男性

成员对国家的归属，少数民族女性对国家的归属是由男性成员的归属来决定的，将少数民族女性

的民族身份作“自然化”的归属划分，形成了归属的性别政治。民族识别者对少数民族妇女服饰

差异的忽视，已不仅仅是学者们所谓的族属划分“主体”与“客体”或“主位”与“客位”的问

题，3而已经是归属的性别政治的一部分。 

民族识别中不会将所有少数民族妇女划归为一个单一民族，无论归属于哪个民族少数民族妇

女都必须是有归属的。在归属的性别政治下，首先，与男性成员相较，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

的关系是间接的，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是模糊的。路南县圭山区的彝族群众把两套由妇女们精心缝

制的撒尼服装献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并盼望看到这两位领导人穿上撒尼人的服装。男性

成员用这样的方式帮他们的女人们表达了对党的领导人和国家的感情。武定县彝族妇女毕静修，

                                                        
1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 1 期。 
2 方媛媛，“从巴卡小寨基诺族的‘砍刀布’看纺织品与族群性”（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 2009 届硕士学位论文），

第 50 页。 
3 （美）斯蒂文·郝瑞，“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巴莫阿依、黄建明编《国外学者彝学研究文集》，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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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顶祖传家珍的海贝银帽献给访问团，要将礼物献给“北京亲人”。1对民族国家的认识还是停

留在用自己所能理解的扩大了的亲属关系来定位国家的想象层面。其次，与男性成员相比，少数

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疏离的。因为是通过男性成员的归属身份来确定妇女的归属，少数

民族妇女“自然”地归属了民族国家，却没有能进入属于“公共领域”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妇女

不需要像男性那样介入政治，在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建立之初，妇女几乎不可能像他们的男性

成员那样作为干部或工作人员参加到各级自治政府中，少数民族妇女仍被放置在自己的文化中。

因而归属的性别政治一方面会继续维持少数民族男性在社区和地方政治领域的固有特权，最根本

的扩大了父权政治，更强化了少数民族政治对妇女的排斥。景洪市前任妇联主席在接受访谈时说：

“妇女被人看不起在政治中也是这样的，不能参政议政。有一句傣话说：妇女不能管理事情，她

们只是头发长裙子长，不懂事。‘咩么咩很捻’说妇女认不得什么事情，只晓得下巴搭在篱笆上

吹牛。在家里只懂得把锅瓢碗盏弄响，没有什么本事”。2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父权制上的民族国

家，作为一种新的力量，针对那些不是父权制的少数民族社会进行“父权制”标准化改造，以此

重塑少数民族妇女对某一父权制民族社会的归属。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泐人，许多世纪以来婚姻中

实行“从妻居”，男性在婚后到妻子家与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居住在一起。其世系从孩子的命

名来看只有名字而无姓氏，父方和母方的世系都得到体现。在经历民族识别和族群身份确立后面

临着民族国家父系世系的政治体系的压力，不仅所有的傣泐贵族都得到了“刀”这一姓氏，一般

的臣民冠之以“岩”，被男性成员代代相传，便具有父系姓氏和世系的意义。西双版纳傣泐社会

取有姓氏的名字，母系在命名上的力量被削弱了，傣族妇女的归属身份更加明确。同时，父权制

下的婚姻扮演了妇女族群归属的建立者角色，妇女通过文化婚姻归属于某一父权的家庭、家族和

族群。没有哪个族群像居住在泸沽湖畔和永宁的摩梭人（纳人）那样其母系制下走访（visiting）

式的“制度化性联盟”被组织进标准的父权制“结婚”式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体系中，3其意义就

在于建立摩梭女人对父权制度的归属和对被划定的纳西族的民族身份归属。当摩梭社会精英们希

望从被划定的纳西族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时，反复将母系制度和走访制“作为强有力的

证据，证明他们在文化上确与纳西族不同”，4这时候，摩梭女人所代表文化身份又被期望看成是

对摩梭人的族群归属。正如 Nira 所指出的“这种支配性的归属政治规划把妇女的角色建构成生

理性的妻子和母亲，在建构女性的家庭生活、家和家庭角色的同时就等于建构起了她们的安全归

属。”5因而，民族识别及其归属的性别政治其实质是建立一个标准的父权制民族国家，它既建立

在性别身份的等级上，也建立在族群身份的等级上。 

少数民族妇女在其社会文化中的角色被认为是地位低下，代表着旧社会对各族妇女的压迫，

和民族的不平等。就像要推翻少数民族社会中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一样，民族国家也应承担将

少数民族女性从这些不平等制度中解放出来的重任，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社会的改造来重新将少

数民族女性关联进民族国家的计划中。然而，民族国家动员了男性社会上层也就等于动员了少数

民族的全体成员，包括这些社会内部的下层男性成员和所有女性成员，因为后者是被自动地归属

于他们和她们生活的社会共同体中的。在归属的政治和归属的性别政治作用下，才会产生中国西

南族群认同实践中有差异的性别表述，才会产生曼底傣泐人族群认同中的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

化；产生直苴山区倮倮泼的族群认同等级和妇女们赛装节中的族性展示；也才会产生洱海区域不

同村落间、不同生计人群间具有排斥力的婚姻选择和通过妇女的跨越洱海东西两岸的婚姻所呈现

                                                        
1《云南民族工作》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 40 年》（上卷），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127 页。 
2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 2007 级硕士研究生谢思对西双版纳前景洪市妇联主任何映芬的访谈录音材料整理。 
3 （美）施传刚，《永宁摩梭——西南中国一个母系社会的性联盟、家户组织、社会性别与族性》，刘永青译，昆

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41、133 页。 
4 （美）施传刚，《永宁摩梭——西南中国一个母系社会的性联盟、家户组织、社会性别与族性》，刘永青译，昆

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210 页。 
5 妮亚·余娃－大卫，“妇女、全球化和社会变迁”，《思想战线》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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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族人的内部边界。这些不同的族群认同实践模式都是民族国家的归属政治和性别的归属政治

作用下的结果。从云南所处的边疆位置和多族群杂居的情形使得“归属”、“解放”、“平等”等概

念在性别、族群、阶级、政权更替等位置中，呈现出“交叉性”1和更复杂的面孔。 

总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亚洲民族主义浪潮的风起云涌而建立了一批新兴的

民族国家（Nation-state），如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也是亚洲新兴

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权更替之际，边疆的少数民族，尤其是

跨境而居的民族，他们的归属或不归属对于新兴的民族国家有着特别的意义，关乎民族国家疆界、

依附于国民党残部或是境外民族政权。因而，民族识别的实质是一种归属政治（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通过族群分类来建立少数民族对新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民族识别的过程就是建立少

数民族政治归属的过程。男女性别差异也被组织进归属政治的建构过程中，归属的性别政治将少

数民族女性的民族身份作“自然化”的归属划分，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

及民族国家间的关系，旨在对有差异的少数民族社会进行“父权制”标准化改造，最根本的扩大了

父权政治在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力，重塑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性别关系。 

 

【报刊文章摘引】 
 

“制度对于每个人生命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享有多少自由，拥有什么权利，接受怎样的教

育，应得多少收入，能否受到法律公平对待，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结果，并直接影响我们活得

好不好。如果信仰是生命安顿的基础，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社会，我们的生命遂难以安顿；如果

良好的教育是发展人的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的必要条件，那么一个缺乏教育机会且同时缺乏思想

学术自由的制度，人们的潜能将难以健全发展；如果健康对每个人皆极为重要，医疗完全商品化

将令那些没能力支付高昂费用的人活在极度痛苦之中。……” 

“任何国家强制性权力的正当行使，均须公开提出理由，回答自由平等的公民提出的种种正

义之问。这些理由未必合理，也未必令所有人满意，但国家有责任向公民作出这样的承诺：所有

的制度及其执行，必须以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公民为最高准则。如果受到质疑，国家必须提出理

由为自己辩护。” 

 

                          香港中文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系  周保松，“要求正义的权利” 

                     《南风窗》2013 年 7月 17-30 日，第 15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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